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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与发展中的产业富民：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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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院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 要：产业富民是链接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纽带，同时也是打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关键。然而，当下产业

富民面临着路径不明挑战，明晰产业富民路径成为乡村振兴发展急需。利用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分析全球典

型国家产业富民路径和国际经验，分析人力资本提升型、生态效率提升型和组织效率提升型富民模式与运行机

制，探讨我国乡村振兴产业富民的路径。结果表明，国外的产业富民模式中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人力资本提升型、

以韩国为代表的生态效率提升型和以日本为代表的组织效率提升型对中国产业富民路径借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

义。新中国从 1949—2019 年乡村产业富民演变态势体现为缓慢变动、逐步完善、全面调整和产业融合四个阶段，

由于不同地区的产业富民模式与路径存在明显差异，产业富民的模式需要因地制宜，分区分类的开展探索。研

究表明，乡村产业富民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循序渐进；同时，产业富民需要遵循从数据、知识库和节点提取，

到关键制约因子识别，再到投入—产出绩效评价的步骤，诊断发展过程中的短板（脆弱性、弹性、阈值和拐点），

为路径识别与评估提供科学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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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increase rural income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practices
WANG Guo-feng1, DENG Xiang-zheng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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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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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increase rural income is the link betwee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t is also a key to free flow of production facto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owever, the current 
path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increase rural income is not clear and needs clarification.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paths and experienc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increase rural income of typical countries worldwide, explored the performing mechanisms of human 
capital enhancement mode, ecological efficiency enhancement mode and organizational efficiency enhancement mode, 
and discussed the path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increase rural income in China.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increase rural income mainly included human capital enhancement 
mode repres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ecological efficiency enhancement mode represented by South Korea, and 
organizational efficiency enhancement mode represented by Japan, which are of grea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path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increase rural income. The evolution path of China’s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increase rural income from 1949 to 2019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including slow change, gradual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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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adjustment, an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ue to th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modes and paths of industrial 
enrich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modes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increase rural 
income in accordance to local conditions in different regions. On one hand,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increase 
rural income needs to be achieved step by step; On the other hand, it needs to follow the steps from extraction of data, 
knowledge base and node, to identify the key constraint factors, and then to evaluate the input-output performance, and 
to diagnose the weak points (vulnerability, elasticity, threshold, and inflection point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us 
to provide scientific criteria for the path ident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increase income; mode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China’s practices 

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中的零饥饿目标，到舌尖上的世界再到农业

现代化，全球的农业进入了精细化和智能化时代 [1]，

如何在保障粮食安全稳定的情况下，实现产业富民，

保障食物营养与安全成为了各国决策急需 [2]。改革

开放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持续发力，

破解桎梏乡村发展难题，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体现着产业富民的逻辑内涵与发展路径 [3]。面对国

际国内复杂的形式，对于乡村产业富民的路径需要

进一步明晰，坚持质量兴农和绿色兴农，提升农业

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了我国乡

村振兴产业兴旺的重点与难点。

乡村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承

载着粮食生产重要“基石”的使命，是人类发展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乡村振兴是乡村生产、生活以

及社会环境的演变与重构 [4]，依托多样化的演变态

势，形成以生活富裕为最终标志的不同地域发展形

态 [5]。随着全球化进程和经济的发展，各国乡村逐

步走入了“衰落”阶段 [6]，但部分国家实施了以乡

村振兴为目标的一系列措施，从而破解乡村衰落困

境，但需要清晰的认识到，由于受到各国经济发展

以及资源结构和人力资源状况等限制，各国的乡村

发展存在着人口老龄化、收入时空差异大等难题 [7]。

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提升，改善乡村

生态环境，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目标 [8]。十九

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以来，以实现“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 20
字方针，通过《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部署了一系列重大工程、重大计划和重大行动，做

出全面建设乡村的 2050 年战略规划愿景。乡村振

兴成为链接精准扶贫与生活富裕之间的纽带，为 
此，如何在乡村衰退的全球化背景下，走出具有中

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产业富民道路成为未来中国发展

的重点。

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的社会经济体

系变革，涉及到管理学、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等

不同的学科领域。一直以来，乡村的发展都是全球

关注的热点，乡村振兴是随着空间、时间以及发展

阶段的不同存在差异的，城乡发展不平衡成为了国

家发展阶段必然面临的难题 [9]，联合国发布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SDGs）中多项目标指向乡村的可持续

发展，为此，乡村振兴不仅要破解城乡差距，更是

需要实现城乡要素的充分流动 [10]。20 世纪 50 年代

以来，世界各国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

相结合的方式，有效的推动了农村事业的发展，改

善了农民的生活环境，但是，发展不平衡、不收敛

的问题依然存在，空间差异性问题凸显，加之多年

来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严重制约了各国乡村

振兴产业富民的进程 [11]。乡村振兴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长期目标，从时间轴来看，实现乡村振兴需要搭

建长效解决机制，特别是在产业富民的发展中 [12]。

国内外研究学者分别就乡村振兴的发展机遇与战略

任务、乡村振兴指标体系和国外经验借鉴上开展了

研究，从乡村振兴经验来看，学者从日本乡村六次

产业融合，韩国和马来西亚基础设施建设、欧美等

国家多产业融合以及可持续发展体系建设等经验进

行了系统分析 [13]，多数文献着力对乡村振兴本身着

重分析，但是对于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产业富民路径

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因此，本文系统研究了国

外乡村出现振兴的时间拐点，识别出产业富民路径，

并聚焦国内演变趋势，深入剖析了当前中国产业富

民的态势与实践，从乡村振兴时间轴的角度提出了

产业兴旺的政策建议。

1  世界乡村发展状况

1995—2017 年间，世界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世界农业产值和农村人口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1995 年全球农村人口占比为 55.16%，农业生产总

值占 GDP 的比重为 7.6% ；2017 年农村人口占比为

45.18%，农业生产总值占 GDP 的比重为 3.42%（图

1）。在 22 年期间，世界总人口呈现增加趋势，但

是农村人口比重下降了 9.98 个百分点，农业生产总

值占比下降了 4.18 个百分点。

随着全球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乡村相对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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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5—2017年世界农村人口占比与农业生产总值占比
Fig. 1　Proportion of the world’s rural population and 

agricultural GDP from 1995 to 2017
数据来源 ：FAO（http://www.fao.org/faostat/en/#data）。

是全球不同国家面临的难题，而出现乡村问题是国

家从传统农业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

后城乡差距逐步拉大问题引致的，这一世界性的难

题在中国也并未跨越，现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为

此，中国走上乡村振兴的道路是实现人民富裕、国

家富强的必然选择 [14]。国外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采取了一系列产业富民的措施，其中以美国（1960
年）、韩国（1970 年）、日本（1978 年）、德国（1954 年）

和荷兰（1950 年）的乡村振兴成效最为显著 [13]，同 
时，理清各国在乡村振兴产业富民的发展路径，将

为中国的乡村振兴产业富民提供多样化发展方式。

1961—2017 年得益于各国农业生产技术提高

以及化肥农药等生产条件的改善，无论是中国，还

是韩国、德国、荷兰、美国、日本等国家，谷类作

物单位面积产量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图 2）。中

国的谷类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处于 6 个国家中最低水

平，但是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呈现逐步缩小的态

势，中国的谷类作物单产从 1961 年的 1.21 t/hm2 上

升到 2017 年的 6.03 t/hm2，上升了 397.63%。美国

的谷类作物单产从 1961 年的 2.52 t/hm2 上升到 2017
年的 8.28 t/hm2，上升幅度为 228.3% ；荷兰谷类作

物单产从 3.69 t/hm2 上升到 8.79 t/hm2，上升幅度为

138.23%，荷兰为 6 个国家里单位产量最高的国家 ；

日本的谷类作物单产呈现平稳增长的状态，1961 年

产量为 4.18 t/hm2，2017 年为 6.05 t/hm2，上升幅度

为 44.88%。

2  全球乡村振兴产业富民模式

产业富民是乡村振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5]。 
通过对于国外乡村振兴产业富民模式识别，其发展

路径可以归纳为人力资本提升型、生态效率提升型

和组织效率提升型三大类（图 3）。产业富民三类模

式中，又以美国、韩国和日本的产业富民模式最具

有代表性，具体来说，美国通过教育等一系列措施

提升了人力资本，韩国主要是通过整体提升生态环

境及效率，日本通过农协等组织效率提升实现了产

业富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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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球乡村振兴产业富民模式
Fig. 3　Modes of global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ustry to 

increase rural income

2.1  人力资本提升型
人力资本提升型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美国农业

劳动力在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从农村向城镇转移，

农村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从工业化初期的 63%
下降到 22%，1971 年仅有 3.1%，到 2019 年农业从

业人员数量占比在 2% 以下。美国的乡村土地主要

以家庭农场的形式存在，而农民大部分是经过培训

的职业农民，美国人力资本提升包括两种方式，即

公立学校内的农民教育培训和学校之外的教育培

训，美国的职业农民人力资本提升有力的推动了乡

村振兴产业富民以及其农业现代化发展 [16]。美国

的人力资本提升对于农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并且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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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乡村振兴进程中典型国家谷类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栏
Fig. 2　Grain yield per unit area in some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数据来源 ： FAO（http://www.fao.org/faostat/e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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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17]，美国农业部 1970—1990 年对 25 岁以上

的农民接受教育情况的调查资料显示，从大学毕业

的农民从 1970 年的 5.3% 增长到了 10.8%，提高了

1 倍多，并且未接受高中教育的农民比重从 56.1%
下降到了 32.9%，受教育水平明显提升 [18]。人力

资本提升的直接效果是提升了美国的农业生产效

率，2019 年美国以不到 2% 的农业人口生产了全球

31.3% 的玉米，其间接效果则是改善了美国的机械

化水平，通过培训，使得农民能够更好的掌握机械、

化学产品和生物技术的科学使用，先进的科技对于

实现美国的乡村振兴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19]。同时，

人力资本和科技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农民收入水平的

提高，收入的增加使得农民更加积极的参加人力提

升计划，更好的使得乡村得到了发展。

2.2  生态效率提升型
韩国的“新村运动”中产业富民路径是典型的

生态效率提升型路径。20 世纪 70 年代，韩国的经

济迅速发展，城乡差距迅速扩大，农村贫困的现象

成为了发展的一大挑战。在这一背景下，韩国政府

实施了农民基本生活条件改善政策、居住环境改善

政策和产业优化布局政策等，而这些政策实施的第

一步是开展居住环境改善，也就是提升农村的生态

效率，依托水泥钢材等生产资料的免费供应有效调

动了农民对于农村生活环境改善的积极性，根据农

民参与的主动程度，政府又制定了“基础村庄—自

主村庄—自立村庄”等分级分层制度，使得环境得

到了极大的改善，从而使得产业富民建立在良好的

生态基础之上。

2.3  组织效率提升型
日本产业富民路径主要基于对乡村多样性文化

的拓展，依托挖掘当地农业多元化价值，实现了组

织效率提升型产业融合发展之路 [20]。具体来看，日

本乡村经历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之后，到 1960 年开始出现了城市与乡村之间不平

衡的难题 [21]。为此，日本于 1961 年颁布了《农业

基本法》，推动了农村的交通、卫生等公共服务改

善，同时，依托环境卫生改善等一系列措施 [22]，在

逐步推进城乡均等化的同时，逐步提高农民就业方

式与就业收入，最终达到了产业富民的目的。但是，

到了 1980 年以后，随着国际化浪潮和贸易的影响，

进一步冲击了当地的农业发展，使得日本乡村出现

了衰退，在这一背景下，日本采取了更为全面的乡

村经济发展刺激政策，着重发挥了农业的多功能性，

推动了“一村一品”的发展，精准施策，激发乡村

内部活力 [23]。日本的“一村一品”道路以产业打造

为核心，注重延长产业链，主要依托组织效率极强

的农协对农民的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销售、社会

服务和权益保障一体化组织，农协的建立与组织为

日本乡村振兴注入了巨大的活力，日本农协将农民

与农协组织链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庞大的组织，

有效的解决了农产品销路问题。

3  中国乡村产业富民阶段性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在探索乡村产业富

民的发展道路，也形成了独特的乡村产业富民模式。

目前我国正处于农业农村现代化中期，如果按照目

前的速度发展，到 2050 年可以全面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过程 [24]。从中国乡村产业发展的阶段，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产业发展划分为缓慢变动时期、逐步

完善时期、全面调整时期和产业融合时期 4 个阶段，

中国的乡村产业富民发展与整体宏观政策是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

3.1  乡村产业缓慢变动时期（1949—1978）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初，采取了“公有化”的

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在这个时期农业的产业部门主

要是农业，农村的工业部门和商业非常少，主要是

一些小商贩、小的手工业者和农村的作坊等。农业

发展中又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其余的林业、牧业

和渔业发展缓慢，对于经济发展必要的工业和副业

发展比重较小，这一时期产业结构有了一定程度的

缓慢变化，但是农业产业中种植业一直处于主导地

位，第二、第三产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比

较低，产业富民主要体现为解决温饱问题。

1952 年三次产业构成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50.5%，分行业增加值构成中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占

比为 50.9%。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 461 亿元，其中，

农业总产值 395.95 亿元，林业、牧业和渔业总产值

分别仅有 7.28 亿元、51.72 亿元和 6.05 亿元。1978
年三次产业构成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 27.7%，

农林牧渔增加值占比 27.4%，农林牧渔总产值达到

1 397 亿元，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总产值分别

为 1 117.50 亿元、48.10 亿元、209.30 亿元和 22.10
亿元（表 1）。可以看出，从新中国成立到 1978 年，

农业的核心地位一直未出现动摇，在这一时期乡村

的产业发生着缓慢变动，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劳

动力的流动几乎为零。

3.2  乡村产业逐步完善阶段（1978—1990）
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开始逐步转变传统

的“重农型”的状况。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

基础，统分结合的“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村逐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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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重要标志，为农民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提供了

重要的前提与保障 [25]。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粮食产

量多次跨上新台阶，实现了国家粮食安全 [26]，由

1978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3.05 亿 t 上升到 1984 年的

4.07 亿 t，粮食基础生产能力得到了稳固，农民与

土地之间关系的调整也带来了农业农村全面发展，

“闯市场”和“找门路”等一系列新的发展方式成

为了农村奔小康的代名词，同时，逐步开放的意识

也为我国农转服、农转工、农转商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27]。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出较快增长，1978
年为 133.6 元，到 1990 年增长为 686.3 元（图 4），
在这一阶段，种养殖业所带来的农民收入增长仍然

是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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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78—1990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Fig. 4　Per capital ne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from 1978 to 1990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3.3  乡村产业全面调整期（1990—2003）
20 世纪 90 年代是我国工业大力发展的时期，

从 1989 年到 2001 年间，中国工业实现了以世界工

业三倍速度的跨越式发展。但是，在产业富民的道

路上却面临着新的挑战，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中

国的农业开始由自给性生产向商品性生产转变，传

统农业也开始向现代农业转变 [28]。这一阶段中，中

国农业生产以高物质消耗为特征，经济效益呈现下

降态势，农林牧渔的生产以“高耗能、高消费”为

主要特点，依托大量的农药、化肥等生产性投入

促进了农业生产产品数量增加，农业资源和生态

环境条件出现恶化，1990 年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为 
2 590.30 万 t，到 2003 年为 4 411.60 万 t，增长了 70.3% 

（表 2）。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始进入到生产环节，但

是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教育水平较低，进入到

生产领域程度有限，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29]。

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周期性积压和短缺交替出现。

3.4  产业融合阶段（2003—2019）
2001 年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程度

进一步加大。农业产业发展呈现出多点开花，多极

化发展的态势，与种植、养殖直接相关的收入占农

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外出务工、财产性收入和经

营性收入进一步提高 [30]。2006 年全面取消农业税

为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农民

的打工收入也使得农民收入稳步增加。2019 年农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6 021 元，其中，工资性收入

占比从 2013 年的 38.7% 上升到 41.8%，经营性收入

占比从 41.7% 下降到 35.9%（图 5）。自乡村振兴战

略提出以来，富民产业在农村地区开展逐步发展 [31]，

特别是“文旅 +”，“生态 +”等产业融合新业态出现，

富民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表 1　1949—1978 年主要年份乡村产业发展情况
Table 1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in main years from 1949 to 1978

年份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

（%）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占比

（%）
农业总产值
（亿元）

林业总产值
（亿元）

牧业总产值
（亿元）

渔业总产值
（亿元）

1952 50.5 50.9 395.95 7.28 51.72 6.05

1957 40.1 40.5 443.93 17.51 65.41 10.15

1970 34.8 35.1 838.44 28.95 136.61 17.36

1978 27.7 27.4 1 117.50 48.10 209.30 22.10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表 2　1990—2003 年农村肥料消耗情况（折纯量，万 t）
Table 2　Fertilizer consumption in rural areas from 1990 to 2003

年份 化肥用 氮肥 磷肥 钾肥 复合肥

1990 2 590.30 1 638.40 462.40 147.90 341.60

1995 3 593.70 2 021.90 632.40 268.50 670.60

2000 4 146.41 2 161.56 705.73 399.57 983.69

2003 4 411.60 2 149.89 713.86 483.01 1 109.83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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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3—2019 年农村各项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
Fig. 5　Proportion of rural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in 2013-2019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4  中国乡村产业富民分区模式

乡村振兴中产业富民是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别

是国外产业富民的模式对于我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在我国农业发展中，目前主要面临着生

态环境亟待改善，人力资本亟需提升和组织（合作

组织等）效率亟须提升的难题。

基于各个区域发展农林牧业总产值、农村人均

可支配收入、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人均粮食产量几

个指标（表 3），就区域农业主要发展，提出分区分

主导型产业富民发展模式。

东北地区：生态效率提升型 + 组织效率提升型。

东北地区作为粮食主产区，吉林和黑龙江粮食产量

分别为 6.49 t/hm2 和 5.28 t/hm2（表 3），这一地区发

展主要面临的挑战是产品品质优化难题，同时，大

马力、大机械在这一区域使用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为此，需要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组织在组织上的效率

提升作用。

北部沿海 ：人力资本提升型。北部沿海省份主

表 3　2018 年省域农村发展特征
Table 3　Characteristics of provincial rural development in 2018

地区 乡镇数（个） 农林牧渔总产值（亿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粮食产量（t/hm2） 人均粮食产量（kg）

北京 181 296.77 2.65 6.14 15.79

天津 129 390.50 2.31 5.98 134.55

河北 1 946 5 707.00 1.40 5.66 490.96

山西 1 196 1 460.64 1.18 4.40 372.07

内蒙古 778 2 985.32 1.38 5.23 1 403.63

辽宁 841 4 061.93 1.47 6.29 502.39

吉林 608 2 184.34 1.37 6.49 1 340.25

黑龙江 888 5 624.29 1.38 5.28 1 985.40

上海 109 289.58 3.04 7.99 42.85

江苏 767 7 192.46 2.08 6.68 455.26

浙江 908 3 157.25 2.73 6.14 105.17

安徽 1 239 4 672.71 1.40 5.48 637.13

福建 923 4 229.52 1.78 5.98 126.99

江西 1 405 3 148.57 1.45 5.89 472.64

山东 1 160 9 397.39 1.63 6.33 530.55

河南 1 791 7 757.94 1.38 6.10 693.90

湖北 925 6 207.83 1.50 5.86 480.49

湖南 1 530 5 361.62 1.41 6.37 439.41

广东 1 134 6 318.12 1.72 5.55 106.02

广西 1 118 4 909.24 1.24 4.90 279.85

海南 196 1 535.73 1.40 5.14 158.19

重庆 804 2 052.41 1.38 5.35 349.47

四川 4 259 7 195.65 1.33 5.58 419.84

贵州 1 154 3 619.52 0.97 3.87 295.18

云南 1 225 4 108.88 1.08 4.46 386.37

西藏 677 195.47 1.14 5.65 306.60

陕西 996 3 239.99 1.12 4.08 318.48

甘肃 1 229 1 659.36 0.88 4.35 437.55

青海 366 405.93 1.04 3.66 171.62

宁夏 193 575.77 1.17 5.34 573.11

新疆 875 3 637.79 1.19 6.78 609.99



农业现代化研究 第 41 卷916

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和山东，特别是河北与山 
东，作为蔬菜种植和特色农业发展的重点区域，需

要着力通过提高农民素质来改善整个生产链条。

东部沿海 ：组织效率提升型。东部沿海省份包

括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农业产业发展特点是精细

化耕作，发展小而优、小而美的精细农业，发挥组

织在农业产业富民中的重要作用，着力组建一批具

有国家影响力的组织。

南部沿海：人力资本提升型 + 组织效率提升型。

南部沿海的省份包括福建、广东和海南，产业富民

模式通过人力资本提升和组织效率提升两个方面来

进行，通过提升农民教育水平，并通过组织建立产

销一体化，促进南部沿海地区农业发展。

黄河中游与长江中游 ：人力资本提升型 + 组织

效率提升型。黄河中游与长江中游是粮食的重要产

出地区，主要包括山西、河南、内蒙古、湖北、湖

南、江西和安徽，这一区域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较

大，为此，需要通过提升产出效率来实现产业富民

的路径，产出效率通过提高农民对现代农业的认知

并通过专业化组织来更好的发展。

西南地区和大西北地区 ：生态效率提升型。这

两个区域主要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

甘肃、青海、宁夏、西藏和新疆等，面临着生态环

境脆弱的挑战，在发展产业富民模式时，需要整体

考虑当地的资源环境约束，在提升生态效率的基础

上，进一步发展富民产业。

综合来看，产业富民需要采用因时而异，因地

而异的产业富民模式，国外发展模式需要与我国不

同的区域特征相结合，特别是应该与地域模式结合，

以黄河流域为例，黄河流域上游面临着生态脆弱，

中游面临着产业，特别是资源型产业集聚，这些地

区的产业富民需要采取生态效率提升，人力资本提

升和组织效率提升并重的方式。

5  结论

中国乡村产业富民经历了“缓慢变动—逐步完

善—全面调整—产业融合”发展阶段，农业生产正

在逐步从供给型向需求型农业转变，产业富民的路

径也逐步从产品供给向优质产品保障方面转化。不

同地区的产业富民模式与路径是存在明显差异的。

产业富民的模式需要开展因地制宜，分区分类的探

索，在遵循当地发展资源禀赋的前提下，实现产业

更好更快发展。

乡村振兴产业富民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

完善与发展的，我国现阶段的产业富民需着力解决

产业生态化的途径、产业多样化的业态和产业富民

的模式，产业生态化的途径是指我国的农业发展在

产业富民的同时，需要创造出更多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产品，更加精细化，如精准农

业 ；更加智能化，如智慧农业 ；更加创意化，如创

意农业等 ；产业多样化的业态是指我国的农业需在

整个链条上拓展，电商和“直播”等核心技术的兴

起为富民产业发展插上了翅膀 ；产业富民的模式是

指在特色、品质、个性以及精神世界方面逐步丰富

与完善，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富民。乡村振兴

产业富民应聚焦农业农村抓重点、补短板、强基础

开展，坚持发展过程中以提供优质产品，加快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为要义，通过政策设计，设计符合发

展实际的产业目录，并依托当地的资源环境约束，

形成富有特色的农民增收路径。产业富民需要识别

产业生态化的途径与产业多样化的业态，通过产业

生态化让绿色、有机成为满足人民优质生态产品需

求的途径，通过发展产业链条，发挥“文旅 +”、“生

态 +”等业态，促进农民增收。

为此，乡村振兴产业富民需建立专门的区域基

础信息数据库与知识库，收集产业数据、资源数据

和社会经济数据，识别出产业富民过程中的节点知

识库、极点知识库和拐点知识库 ；利用核心产业富

民制约因子识别模型（CGELUCC），提炼出区域有

别的示范工程与示范点建设方案 ；理清在产业富民

与绿水青山之间有效传导的要素内在机理 ；利用大

数据、AI 等关键技术，识别出产业富民的关键影响

因素，甄选适应性管理手段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

构建产业富民实施绩效评估 ；基于评估结果，诊断

“扶贫富民”发展过程中短板（脆弱性、弹性、阈

值和拐点），为路径识别及评估提供科学判据。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所提出的关于乡村振兴产业

富民的模式是在借鉴国外与国内发展的实际基础上

提出的，特别是在部分模式的典型国家寻找上，可

能存在未将所有国家列举出来的不足，作为主要模

式的验证国家，选取了美国、韩国和日本三个典型

国家，还有一些其他国家，比如德国、荷兰等国家，

这些国家采取的产业富民未在本文中予以典型性描

述，但是囊括在这三种发展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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